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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县城建设对于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以要素集聚理论为基础，利用 2013 年后的撤县设市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以县城为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对当地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每年平均增加了 92 家工商

企业。将创业效应进行分解后发现，撤县设市对超过 50% 的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批发零

售业中的创业效应最强，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的新增企业最多，每年超过 35 家。

机制分析表明，县级市通过主动增加土地供给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好的创

业环境和外部支持，提高了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能力，激发了居民创业的内

生动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依赖于被撤县的空间位置和人口规模。文章从政

府和市场的双重视角进行研究，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的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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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位于“城尾乡头”的县城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和关键支撑（陆

铭，2021；黄祖辉等，2022；金三林等，2022；罗必良和耿鹏鹏，2023）。截至 2021年底，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约为 9.1 亿人，其中约 2.5 亿人居住在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

30%，①而随着县城建设的持续推进，“十四五”时期将有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向县城集聚（熊小林

和李拓，2018；李兰冰等，2020；陆铭和李鹏飞，2023；朱玉春等，2023）。县城作为城市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如何承载更多新市民的就业和生活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为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013年后新一轮的撤县设市有序展开，目的是通过行政区划调

整促进县域生产要素集聚，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地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

民生活需要。本文以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县域创业活动作为切入点，利用新一轮的撤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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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当地企业进入的影响，并从政府和市场

的双重视角探究了背后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新型城

镇化背景下重启撤县设市是否有助于县城发展？本文使用了中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的数

据，并在创业市场进行检验。以创业活动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新企业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来源（Foster等，2001；Asturias等，2023），同时也是经济活力的直接体现；其次，创业是快速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经济活动。相比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使

用的中国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的覆盖范围更广。从行业类型来看，不仅包括工业制造企

业，而且包括服务业和农业等相关企业的注册信息。从企业规模来看，不仅包括大型企业，也包

括个体工商户等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恰恰是县城的创业主体。此外，本文使用的工商企业注

册数据覆盖 2010年到 2017年，①包括 2013年新一轮撤县设市的数据，这为检验政策前后创业活

动的变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文基准结果表明，撤县设市促进了新企业进入，18个行业大类中

有 15 个行业的创业效应为正。县改市后当地新注册的批发零售企业显著增加了 52.22%，体现

了强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每年新增企业超过 35家。
本文尝试回答的第二问题是，撤县设市促进当地创业活动增加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首先，通

过梳理相关文献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创业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政府视角下的公共服务机制和市

场视角下的人口集聚机制（熊小林和李拓，2018；奚哲伟等，2023），两者相互作用激发居民的创

业意愿。其次，使用多个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视角来看，撤县设市后当地

的财政支出总额平均每年增加 9.6%，相对于财政预算收入，县级市政府每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1.2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地教学资源和医院床位数量的改善情况也要快于人口集聚

速度，这表明县级市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引导要素合理配置，加速人口集聚，进而

产生创业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区位条件和主政官员对于促进县域的创业活动发挥了

调节作用。

本文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研究密切相关。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

本”，现有文献重点从城市扩张和劳动力市场融合的角度关注了大城市周边地区推进撤县设区

的政策效果，并从市场一体化和规模经济的角度探究其作用机制（唐为和王媛，2015；卢盛峰等，

2017；肖伟等，2023）。关于撤县设市，文献主要从宏观经济指标出发研究其政策影响。例如，

Fan 等（2012）研究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推行的撤县设市并未显著增加当地的非农就业；唐为

（2019）、刘晨晖和陈长石（2019）从行政扩权的角度探究了撤县设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

制。但是，目前关于撤县设市如何影响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并且以往关于撤县

设市的研究主要基于 1993年至 1997年阶段，较少有文献关注 2013年以来新一轮撤县设市的经

济影响。

本文研究贡献为：首先，以 2010年至 2017年的县域新增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提供

了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撤县设市政策研究的经验证据。其次，本文从空间视角丰富了关于创

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已有文献主要从数字经济、财政金融支持、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网络（马光荣

和杨恩艳，2011；阮荣平等，2014；张勋等，2019；陈勇兵等，2022）等角度展开分析。随着大数据

可得性的提高，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使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并与个人特征、制度环境和相关

改革政策等数据进行匹配，进而研究其对创业的影响（Jia 等，2021；Bai 等，2021；Barwic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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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7年 11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现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面完成登记企业管理权限下放工作，自 2017年 12月 1日起

不再办理具体的企业登记业务，原登记企业全部下放至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管理。因此，本文使用的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只更

新到 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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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本文以撤县设市这一政府推动型的城镇化方案为自然实验，从空间视角为地区创业提供

了新的解释机制。最后，本文补充了关于“新企业”和“新城市”关系的讨论。Henderson（1997）、
Duranton和 Puga（2004）以及 Breschi和 Lissoni（2009）认为城市多样性促进了技术驱动的创业机

会，以城市为载体的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知识转移推动了社会互动，鼓励了新企业的创

建。城市和地方政府作为集聚经济的推动者和管理者，应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友好的制度环境。

本文在中国背景下提供了城市与创业因果关系的证据，并且从公共服务和人口集聚的角度论证

了潜在机制。

后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撤县设市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了县域

城镇化激发创业的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方法及数据；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结果及

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验证了可能的渠道；第六部分是异质性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撤县设市与县域城镇化

近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人口流动和空间重组，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的制约（金三林

等，2022）。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持续向大城市以及县城集聚，农村以及边远地区人口持续流

出；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计划性质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的空间错配导致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发展

空间不足，空间上无法承载持续的人口流入，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陆铭，2021）。受制于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就业支撑不足等因素，县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由于中小城市的政府配置资源能力有限，县城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无法满足新市民持续增

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难以支撑农民就近城镇化和为城市要素入乡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为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地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

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

改市”，随后新一轮的撤县设市有序展开（刘文华等，2022）。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撤县设市的数

量从 2013 年开始逐年增加，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一共有超过 20 个县升级为县级市。与此同时，

全国的县级市数量由 2013年的 368个增加到 2020年的 38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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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撤县设市的数量和县级市的数量（2013—2020 年）

　　　　　　　　　　　　　　注：数据来源为 2014年至 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有序增设县级市，有利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为县域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城市载体。

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集聚人口较多的地方有序改为县级市将给当地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变

化：一是能够通过扩权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县域层面有效破解制约发展的障碍，县级市由省政府

直接管辖，可以争取到更多财政资金支持；二是有利于地方以城市标准引领发展，新的市政府部

门可以按照城市标准来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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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县域要素集聚

撤县设市不仅只是区划名称的简单变化，而且涉及地方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等多方面的实

质性变化。①从名称上看，由“县”到“市”本身就表明了本地行政职能将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以

非农经济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县级政府行政和财政权力的扩大。例如，相比于县政府，县级

市政府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更高（Fan等，2012；唐为，2019；匡贞胜，2020；刘

文华等，2022）。此外，为了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县级市比县拥有更多的土地审批权和建设

用地指标，这将有助于市政府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

大量文献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提高信息流动和减少不确定性来提高创业的可能

性。例如，Audretsch等（2015）和 Chatman等（2016）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强人们的连通性，加

速知识溢出，进而激发创业活动。此外，由于基础设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因此由政府提供的

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创业的障碍。撤县设市之后，市政府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要素资

源，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和外部支持。以民生保障为代表的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

可以降低居民的风险，促进创业（赖金良，2012；万海远，2021）。
创业选择理论认为，区域内创业机会是决定个体行动者展开创业行为的关键。城市规模作

为城市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对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有关键性的影响，并决定了创

业机会的存量与规模（Stam，2015；叶文平等，2018）。城市规模越大，供需信息越集中，信息传播

速度更快，能够更有效地了解市场供应缺口，发现市场机会（Feldman 和 Ronzio，2001），而城市

规模效应带来的消费市场也会产生较多的创业机会（Ács和 Varga，2005），潜在的创业机会能够

吸引创业活动。通过撤县设市培育发展一批中小城市，这将有助于扩大县城规模，改善当地的

创业生态系统，优化创业机会的分布。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从政府角度来看，撤县设市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激发创业。

要素集聚是实现创业的必要条件和现实基础。Duranton和 Puga（2004）以及 Florida（2005）指

出，城市中的匹配、共享和学习是促进经济集聚、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城

市与创业的关系密不可分。撤县设市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将以农业为主的县升级为以工商业

发展为主的城市，这一过程伴随着当地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目的是提高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

口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的能力，降低人口转移成本。这有助于推动人口和优质资源向中小

城市集聚，同时创造并挖掘潜在的市场需求（熊小林和李拓，2018）。
劳动力集聚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区域资源要素供给的多样性，并吸引

大规模高人力资本与风险投资基金等要素，进而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汪明峰等，2014）；另一方

面，集聚的外部性提高了知识存量，同时降低了知识信息转移的成本，这有利于知识信息的传播

和流动，加速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外溢与扩散。此外，创业者获得超额创业租金还可以有效激励

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预期回报，形成创

业者的学习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从市场角度来看，撤县设市通过

集聚人口为创业提供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在图 2 中构建了一个逻

辑框架，从政府和市场视角对县域城镇化的

创业效应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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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力量

市场力量

公共服务

土地供给

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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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导

图 2    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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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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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基准回归的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不同地区撤县设市的时间差异和新增注册企业数量的年度变化来构建双重差分

模型，实证分析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当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式（1）
所示：

ln (number)cpt = βDct +µc+µpt +ΓZct +εcpt （1）

ln (number)cpt p c t

Dct c

β

µc µpt

Zct c

c

Zct εcpt

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位于地区 的县（市） 在年份 新注册的工商企业数量，以此

来表示当地的创业活动，回归中采用对数的形式。核心解释变量 是一个二值变量，在县 升级

为县级市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 是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它表示撤县设市对当地创业活动的

影响。 表示县（市）固定效应， 表示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包括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

控制县（市）固定效应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例如当地的创业传统等（阮荣平等，

2014）。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排除地区层面在不同年份可能存在的推进创业的相关政策，例

如“大众创业”等（Barwick等，2022）。 表示县市 的基期特征×时间固定效应，基期特征包括县

在 2010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这些变量是同时影响撤县设市和创业

的潜在因素，回归中控制 可以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是随机误差项。考虑到

各个县（市）的发展情况在时间维度上的相关性，因此回归中将估计系数的标准误聚类到县（市）

层面。

（二）动态分析

为进一步增加基准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展开动态分析。通过构建式（2）进行

事件研究，从而检验平行趋势假设：

ln (number)cpt =

3+∑
q=−6+; q,−1

βqDq
ct +µc+µpt +ΓZct +εcpt （2）

Dq
ct q

q = −6+

q = 3+ q = −1 βq

βq q

q

βq

其中， 是一个二值变量，当实验组县（市）在撤县设市 年时，取值为 1，反之为 0。本文使用的

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包括 2010 年到 2017 年数据。因此，我们可以观测到 2017 年进入实验组县

（市）在 2010 年的数据，即 ；也可以观测到 2013 年进入实验组的县（市）2017 年的数据，

即 。回归中以 期作为参照组， 是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表示政策前后每一期与政

策前一年相比新注册企业数量的变化。如果系数 （ <0）与 0 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撤县设市前

该地区与其他县市并没有差异化的创业发展趋势，从而推断平行趋势假设可能成立；当 >0 时，
的系数表示撤县设市对当地新企业进入数量的动态影响。

β

最新文献指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中可能存在异质性

处理效应问题，即早期处理组在回归中被当作后期处理组的对照组，从而导致基准回归中使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 出现估计偏误（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2020；Callaway和 Sant’Anna，2021；Goodman-Bacon，2021）。为了确保基准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

进一步使用 Callaway和 Sant’Anna（2021）提出的办法来估计加权的平均处理效应以及组群和时

间（Group-Time）动态处理效应。具体来说，将不同时间点进入处理组的县（市）分为五组，然后以

还未被处理的样本县（市）作为对照组，对每一组样本按时间点分别估计出一个单独的双向固定

处理效应，从而避免早期处理组作为后期处理组的对照组的情况。

（三）变量与数据

本文综合使用多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包括企业注册数据和县级数据，相关的描述性统计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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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 工商企业注册信息

ln（新增工商企业总量+1） 1904 5.27 1.27 0 9.07
新增工商企业总量（个） 1904 368.91 530.73 0 8 652

Panel B. 分行业工商企业注册信息（个）

农、林、牧、渔业 1904 102.80 116.21 0 959
采矿业 1904 2.07 4.44 0 63
制造业 1904 45.63 93.62 0 1 28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904 3.23 7.71 0 171
建筑业 1904 14.85 27.54 0 601

批发和零售业 1904 7.97 31 0 9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04 115.14 228.74 0 5 720

住宿和餐饮业 1904 2.41 5.60 0 6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04 6.93 13.48 0 268

房地产业 1904 25.83 64.45 0 1 4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04 3.32 11.52 0 31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04 6.40 28.67 0 82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904 10.9 37.98 0 1 34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904 1.38 2.52 0 25

教育 1904 0.14 0.59 0 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904 1.84 4.23 0 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04 2.41 6.01 0 8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904 0.04 0.53 0 13

Panel C. 县（市）变量

撤县设市（=1） 238 0.18 0.38 0 1
东部地区（=1） 238 0.09 0.28 0 1
中部地区（=1） 238 0.25 0.43 0 1
西部地区（=1） 238 0.60 0.49 0 1
东北地区（=1） 238 0.06 0.24 0 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_2010（ln） 238 9.63 0.67 8.27 11.89
城镇化率_2010 238 0.18 0.12 0.01 0.90

第一产业GDP占比_2010 238 0.26 0.14 0.01 0.93
第二产业GDP占比_2010 238 0.41 0.19 0.06 0.88
第三产业GDP占比_2010 238 0.33 0.12 0.07 0.74

Panel D. 机制变量

财政支出（ln） 2 380 12.17 0.62 9.11 14.44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2 380 9.47 13.82 0.26 135.78

中学生在校生数量（ln） 2 380 9.41 1.03 6.34 11.74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ln） 2 380 6.75 0.92 3.91 9.01

户籍人口（万人） 2 618 37.97 34.06 2.70 83.30
户籍人口（ln） 2 618 3.28 0.91 0.99 6.73

常住人口（万人） 714 32.38 25.62 2.38 137.45
常住人口（ln） 714 3.14 0.89 0.87 4.92

建设用地出让总面积（ln） 2 380 2.88 1.94 -3.60 7.78
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出让面积（ln） 2 380 2.55 1.74 0 7.34
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出让面积占比 2 380 0.54 0.35 0 1

Panel E. 其他特征

与地级市的距离（千米） 238 83.67 56.56 3.10 300.25
人口流入地（=1） 238 0.24 0.43 0 1
本地晋升官员（=1） 42 0.62 0.4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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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工商企业注册数量，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到 2017 年的中国

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将数据库中工商企业的注册地和注册时间与撤县设市的行政区进行

匹配，并在县（市）层面加总计算，进而构建出样本县（市）2010 年到 2017 年的面板数据。从

表 1的 Panel A中可以看到，每个县市每年平均新增加 368个新企业。后文将进一步分行业检验

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因此在 Panel B 中同时报告了分行业的新增企业数量的统计描述。其

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年均新增数量分别为 115 家、

102家、45家和 25家，以上四个行业约占总体新增企业数量的 77.98%。
其次，本文从民政部的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收集整理了自 2013 年新一轮撤县设市

以来到 2020 年所有经历县改市的名单，①并通过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将其定位到地图上，然后将

与之隶属于同一个地级市范围内的其他县作为对照组（刘文华等，2022），最终筛选出 238 个样

个本县市（本文的样本中不包括民族自治县），其中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县分别有 42个和 196个。
表 1 的 Panel C 中可以看到，238 个县市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大约分别占样本的 17.65% 和

82.35%。数据中另一个明显特征是，2013年到 2020年的撤县设市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发生的概率

最大，超过 84%。
最后，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将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创业的可能渠

道。其中，在市场视角下，本文主要关注了撤县设市后的人口集聚情况，主要使用历年《县域统

计年鉴》中 2010年到 2020年的户籍人口数据以及 2000年、2010年和 202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

的常住人口数据。在政府视角下，本文从公共服务和土地供给两个角度展开论证。其中，在公共

服务指标方面，主要使用了历年《县域统计年鉴》中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结构、中学生在校

生数量和医院床位数量等数据。细分用地类型的土地出让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本文将

从县（市）的空间区位和政府官员等视角展开异质性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方程（1）的回归结果。被解

释变量为县（市）层面的年度新增企业数的对

数值，列 （ 1）控制了县 （市 ）固定效应和地

区×时间固定效应，从而控制不可观测因素的

潜在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市和企业进入

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考虑到当地的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情

况可能也影响随后进入的企业，因此，在列

（2）和列（3）中本文进一步控制每个县市在

2010 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以及

产业结构的时间固定效应，从而缓解撤县设

市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可以发现，撤县设市

的创业效应保持稳健，系数的估计值在 17%
至 25%之间。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撤县设市 0.177** 0.233** 0.251***

（0.086） （0.096） （0.093）

县（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人均GDP_2010×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镇化率_2010×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业结构_2010×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量 1904 1904 1904

R2 0.931 0.935 0.936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县（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 分别

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产业结构三个指标

为2010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下表同。

  2024 年第 2 期

 ① 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将补充使用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的撤县设市作为 2017年之前受影响县（市）的新对照组，从而确保基准

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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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3）中控制了 7个主要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作为基准结果，可以看到，一个县升级为县

级市后，当地的新增企业数量平均每年显著增加了 25.1%。结合表 1 的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可

知，实验组在 2010年至 2017年的新增企业数量均值为 368家，进而可以计算得到，撤县设市后

当地平均每年新增企业 92家。
（二）效应分解①

县域位于城乡两头的交汇点，在县城开展业务的企业可能依赖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人口集

聚水平、所属行业性质以及资金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只关注平均意义上的创业效应略显不足。

因此，本文将基准回归中的统计结果和经济结果进行分解，从行业视角进一步探究撤县设市的

创业效应。

具体来说，将全部的新增工商企业按二位行业代码大致分为 18类，这几乎涵盖了最主要行

业门类。总体来看，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分别占全样本的 27.91%、
17.83% 和 54.26%。其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其次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反映了当下我国

县域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县域通过发展服务业吸收农民就地、就近向非农部门转移

（钟粤俊等，2020）；另一方面，县域以制造业为基础，同时与农业部门紧密联系。

根据式（1）的设定，将其中的被解释变量逐一替换为上述 18 个二位行业新增企业的数量，

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也用图表比较撤县设市对不同行业的创业效应。根据分析结果，

分行业的创业效应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18 个行业中有 15 个行业的创业效应为正，其中 9 个

行业的创业效应在 9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异于 0，即撤县设市对超过 50%的行业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批发零售业的创业效应为 52.22%，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 0，这
表明升级为县级市后县城的人口集聚能力增强。此外，具有明显公共物品性质的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行业的新注册企业略有下降，这表明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政府增

加了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之前需要市场提供的服务。对于上述

推断，本文也将在机制部分进一步提供相关的证据。

根据分析结果，县改市后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新增企业最多，每年超过

35家。此外，第三产业中其他部门也表现出积极的企业进入效应。关于撤县设市的异质性创业

效应的分解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县域经济在连接城乡中发挥的支柱作用。

（三）稳健性分析②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根据式（2）检验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事前趋势，这是双重差分模型成立的必要前提。

根据图表分析结果，在撤县设市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且

政策前实验组新增企业数量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这表明并不存在预期效应。只有在

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的企业进入数量才显著增加，这进一步支持了表 2中得到的基准结果。

2.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本文根据 Callaway和 Sant’Anna（2021）提出的估计方法检验了基准回归中的结果是否受到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影响。为了获得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一致估计量，Callaway 和 Sant’
Anna（2021）的基本原理是将实验组中的县（市）按撤县设市的年份划分为 5 组，③回归中只使用

尚未处理的样本（或从未进入实验组的样本）作为对照组，然后每年对每一组进行估计，从而得

刘文华、周雯玟、贺泽凯：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③ 2013年撤县设市的地区定义为第 1组，2014年撤县设市的地区定义为第 2组,以此类推，2017年撤县设市的地区定义为第 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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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2的标准双重差分的处理效应（ATTGT）。这一过程中早期进入实验组的样本不会充当后期

进入实验组的对照组，因此可以得到多期双重差分的一致估计量。进行回归后，结果与基准结

论保持一致。

3. 关于模型设定的讨论

第一，在基准模型式（1）中将与县级市隶属于同一个地级市的其他县作为对照组，而一个可

能的担忧是升级为县级市后的企业进入吸引了其他县（市）的企业，即新企业的进入带来了周边

地区的企业流出。假设这种情况出现，基准回归将违反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要求的处理效应稳定

假设（SUTVA），那么估计结果将出现偏误。因此，将基准模型中的对照组样本剔除，只利用实验

组撤县设市在时间上的变化来识别创业效应。根据回归结果，其结论与基准结论十分接近，这

表明撤县设市对本地区的其他县几乎不存在负向的外溢效应。此外，通过随机选择样本县市进

入实验组，并随机分配给“伪”实验组初次受到影响的年份来执行安慰剂检验，以此检验基准结

果是否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基准结果并非由不可观测因素驱动。

第二，将基准模型中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变为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

地区的确存在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安排，因此基准模型中控制地区×时间固定效应的设定是合

理的。另外，将基期特征的时间固定效应调整为县市的时间趋势，结论依然成立。每个县市的创

业活动可能本身就是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增加的，因此进一步控制了每个县新注册企业数量的时

间趋势，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最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并根据控制变量中的基期

特征采用 1:1的比例为实验组县（市）重新选择了对照组，回归结果表明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五、机制分析

（一）人口集聚

从市场力量促进创业的作用机制来看，本文主要从需求侧考虑人口集聚因素。人口向城市

集聚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这是创业活动的基础（于潇和徐英东，2022）。为了验证撤县设市所

带来的人口效应，本文综合使用了两个数据指标：一是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常住人口数据；二是户

籍人口数据。常住人口数量是反映一个地区人口规模最直接的指标，而补充使用户籍人口数据

是因为在 2014 年之后进行了更广泛的户籍制度改革，县城可直接落户（张吉鹏和卢冲，2019）。
因此，样本期间内的户籍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人口集聚情况。结合跨越 20年的三

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构建式（3）来检验撤县设市的人口集聚效应：

ln (popu)cpt = βDct +µc+µpt +ΓZct +εcpt （3）

ln (popu)cpt =

7∑
q=−20

βqDq
ct +µc+µpt +ΓZct +εcpt （4）

ln (popu)cpt p

β βq

其中，被解释变量 是取对数的常住人口规模，时间节点 包括 2000 年、2010 年和

2020年。在检验其动态效应的式（4）中，将研究区间每五年划分为一个时间段，并以 [−5，−1]作

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这样的设定可以缓解多时点政策分析中每个时间段数据分布不均匀的

问题。
①
方程中的其他设定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和 分别表示撤县设市对当地人口集聚的平

均处理效应和动态效应。

在检验户籍人口的变化时，继续使用了式（1）和式（2）的数据，并结合 2010 年到 2020 年共

11 年的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2014 年后逐步放开部分城镇地区的落户限制并不影

  2024 年第 2 期

 ① 本文样本中，最长可以观测到 2013年撤县设市后 7年的变化，因此，政策后分为 [0,5]和 [6,7]两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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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文识别策略中得到估计系数。这是因为样本中的所有县市都受到这一政策影响，而式（1）
中的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控制所有县（市）受到的同一政策的影响。因此，使用户籍人口数据对撤

县设市回归得到的系数表示撤县设市的人口效应。

表 3 的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上述分析的回归结果，实证分析中控制了县（市）固定效

应、地区×时间固定效应以及相应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常住人

口规模显著增加 7.5%，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2.7%。样本中实验组县（市）的人口规模平均约

为 53万人，那么每个县级市平均每年增加 1.43万人。图表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2013年以来新

一轮的撤县设市有助于人口集聚。①

  
表 3    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

（1） （2） （3） （4） （5） （6）

常住人口（ln） 户籍人口（ln） 财政支出（ln）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ln）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ln）

撤县设市 0.075*** 0.027** 0.096** 1.278** 0.090** 0.104**

（0.027） （0.013） （0.040） （0.647） （0.040） （0.0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4 2 618 2 380 2 380 2 380 2 380

R2 0.991 0.991 0.904 0.863 0.970 0.961
　　注：控制变量包括县（市）固定效应、地区×时间固定效应、人均GDP_2010×时间固定效应、城镇化率_2010×时间固定效应和产业

结构_2010×时间固定效应，下表同。
 

以上证据表明，撤县设市通过集聚人口刺激企业进入数量增加。那么，这将引出另一个问

题，即县改市之后人口向县级市集聚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撤县设市后

当地公共服务的改善是人口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对此进行验证。

（二）公共服务

本节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检验了撤县设市后当地公共服务的变化。具体来说，使用

2010年到 2020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表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政府财政

支出结构。其中，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反映当地政府的总体支出水平，考虑到可能是由于税收增

加或者政府投资增加等因素导致支出增加的时间效应。因此，进一步补充使用了以财政预算收

入加权的财政支出这一相对指标。

表 3 的列（3）和列（4）报告了根据式（1）进行回归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撤县设市后当地

的财政支出总额平均每年增加 9.6%，相当于县级市每年额外增加财政支出约 3.16 亿元。从列

（4）的结果中也可以看到，相对于财政预算收入，县级市政府每年扩大支出规模 1.28 个百分点，

相当于均值的 29%。分析结果表明，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但是，政府支出

的增加是否体现为居民公共服务的改善依然是不清楚的，尤其是流动人口关注的教育和医疗问

题。如果政府支出的额外增加金额主要流向基础设施等生产性领域，那么对于当地公共服务的

改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进而也无法解释前文中的人口集聚效应。

本文使用普通中学在校生数量以及医院床位数量作为代理指标进一步检验了撤县设市后

当地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情况。从表 3的列（5）和列（6）可以看到，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初中

和高中在校学生平均每年增加 9%，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量平均每年增加 10.4%。这相当于样本

期间平均每年大约新增 2 392 个中学学位和 168 张医院床位。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是当地医疗

资源改善的直接证据，学生数量的增加从侧面证明当地教学机构和教学人员的增加。此外，这

刘文华、周雯玟、贺泽凯：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

 ① 限于篇幅，此部分的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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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指标 9%至 10%左右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前文中 2.7%至 7.5%的人口集聚速度。这表明撤县

设市后当地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改善也是市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主动供给。最后，根据图表分析结

果，表 3中列（5）和列（6）中的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因果效应。

（三）土地支持

地方政府是一级土地市场中的供给者，土地要素是地方政府以地引资、支持企业发展的重

要工具，也是企业开展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刘文华，2023）。本节使用中国土地市场网中的土

地交易数据并结合式（1）检验了撤县设市后土地供给的变化，从而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政

府机制。具体来说，首先根据原始数据加总计算每个县（市）土地出让总面积，然后按土地使用

类型，将样本县（市）中的土地交易记录进行分类加总，包括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的土地出让面积以及出让面积占比。

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总体来看，撤县设市后当地政府的土地供应表现出增加的趋势。其

中，总出让面积、工业商服土地出让面积以及交通运输用地出让面积平均每年分别增加 23%、
26.7%和 10.5%。从县改市后当地土地出让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工业商服用地占总出让面积的

比重增长速度是交通运输用地占比增长速度的十倍。但是，表 4 中回归结果的统计意义比较

小，只有工业商服用地的总出让面积的增长具有显著意义。以上结果表明，撤县设市后县级市

政府以投资基础设施改善进而促进企业进入的间接渠道并不明显，而是主要表现为以土地支持

工商业创业，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期更长，而投资商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更高，因

此表 4中县改市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表 4    土地利用结构

（1） （2） （3） （4） （5）
出让土地总面积

（ln）
工业用地+商服用

地出让面积（ln）
（工业用地+商服用地）/总出

让面积的比重

交通运输用地出让

土地面积（ln）
交通运输用地出让

土地面积/总出让面积的比重

撤县设市 0.230 0.267* 0.054 0.105 0.005

（0.163） （0.152） （0.040） （0.116）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380 2 380 2 380 2 380 2 380

R2 0.758 0.736 0.391 0.288 0.191
 

六、异质性分析

（一）县市特征

本节基于空间位置、初始城镇化水平和人口流动等角度考察了撤县设市对企业进入的异质

性影响。具体来说，借助百度地图测度了每个县（市）与其所对应的地级市中心的直线距离，本

文以此表示每个县与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距离。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样本

县（市）的初始城镇化率，并通过比较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量来定义每个县（市）在 2010 年是

否为人口流入地。从表 1 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每个县（市）与地级市的距离平均为

83.67千米，样本县（市）2010年的城镇化率平均为 18.26%，低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在 2010年，
样本中大约有 180 个县属于人口流出地，58 个县属于人口流入地，占比分别为 75.63% 和

24.37%。其中，2013 年之后升级为县级市的行政单位并非全部属于人口流入地，大约 53% 在

2010年属于人口流入地，47%属于人口流出地。

表 5报告了基于初始特征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县（市）特征与核心解释变

量的交叉项后，基准结果中撤县设市与创业之间的正向关系不存在了，这表明县域城镇化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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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应有赖于被撤县市的空间位置和人口集聚水平。具体来看，地理上与大城市越远的县在被

升级为县级市后的创业效应更明显，即与大城市更接近的地区可以享受到集聚经济的外溢效

应，而远离大城市的县更需要行政扩权来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活力。列（2）的结果表明，初始城

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升级为县级市后的创业效应越大，列（3）中人口流入地的斜率是人口流出地

的 3.3倍。这些异质性进一步表明，通过将县升级为县级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因地施策。
  

表 5    异质性分析

（1） （2） （3）

撤县设市 −0.024 0.063 0.091

（0.120） （0.109） （0.084）

撤县设市×与地级市距离 0.003**

（0.001）

撤县设市×城镇化率_2010 0.947**

（0.432）

撤县设市×人口流入地_2010（=1） 0.300*

（0.1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04 1904 1904

R2 0.937 0.937 0.937
 

（二）官员特征

大量文献表明政府官员对于本地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升级为县级市后政

府的领导班子和相应岗位会调整，例如由县长调整为市长。为了检验不同官员主政下新县级市

的发展路径，本文收集整理了 2013 年至 2020 年被升级为县级市后首任市长的信息，并根据新

市长的工作履历将他们分为本地晋升和非本地晋升。具体来说，如果新市长之前是本县的县

长、副县长或者局长则定义为本地晋升官员，如果是外调官员则定义为非本地晋升官员。

根据上述新市长特征，将新县级市分为

两组：本地晋升官员主政的县级市和非本地

晋升官员主政的县级市。然后，根据式（1）进
行分组回归。本地晋升官员具有更多的本地

知识和工作经验，在升级为县级市后，相关政

策更具有持续性，从而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

也更有针对性。因此，我们预期由本地晋升

官员主政的县级市的创业效应更加明显。表 6

的分组回归结果证明了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两组县级市在政策后的新企业数量都表现出增加

趋势，但是本地晋升官员的县级市的创业效应大约是非本地晋升官员县级市的 3 倍，并且统计

上更显著。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3 年以来新一轮撤县设市的变化，结合 2010 年至 2017 年的工商企业注册数

据，研究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当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回答了两

个问题：第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启撤县设市是否有助于县城发展？第二，撤县设市促进当地

 

表 6    官员特征与县级市的创业效应

（1） （2）

本地晋升官员 非本地晋升官员

撤县设市 0.352*** 0.103

（0.122） （0.1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776 1 696

R2 0.936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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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增加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对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以及推进以县城为

载体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升级为县级市后，当地的新增企业数量平均每年显著增加了 25.1%，相当于每年

新增企业 92 家。从行业视角进一步将创业效应进行分解发现，撤县设市对超过 50% 的行业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批发零售业的创业效应最强，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的新增企业最多，每年超过 35家。机制分析表明，县级市通过主动增加教育和医疗

等公共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和外部支持，进一步提高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

地城镇化的能力，促进人口集聚，激发居民创业的内生动力。本文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依靠政府与市场

的共同努力。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区划调整引导要素向县城集

聚，切实履行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政府职责，引导与支持各类

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动，从而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依托县城为载体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因地施策。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一些县城人口

流入会不断壮大，一些县城将保持大体稳定，也会有少数县城人口会减少。县城发展分化既是

客观趋势，也符合城镇化一般规律，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县域城镇化的创业效应有赖于被撤

县市的空间位置和人口集聚水平，所以审慎推进撤县设市需要因地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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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Liu Wenhua1,  Zhou Wenwen2,  He Zekai3

(1.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Summary:  As of the end of 2021,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reached 910 million, with 250 million resid-

ing in county towns and county-level cities, accounting for nearly 30% of the nation’s urban population. With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county town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expected to witness an influx

of mor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s converging towards county towns, mak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a focal point

of policy attention.

　　County-to-city upgrading seeks to elevat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ounty towns. This paper investig-

ates the impact of county-to-city upgrading on local enterprises’ ent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stablish-

ment of new cities spurs the entry of new enterprises, with a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bserved in 15 out

of 18 major industry categories. Notab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52.22% increase in locally registered wholesale

and retail enterprises after county-to-city upgrading. Moreover, over 35 new enterprises are added annually in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ies, transportation, warehousing, and postal

servic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the average total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in-

creases by 9.6% annually after the policy.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mprovement in loc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hospital bed numbers (ranging from 9% to 10%) outpaces the rat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ranging from 2.7% to 7.5%), indicating that municipal governments can expedit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by

offering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and thereby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existing literature primarily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 of county-to-city mergers in peripheral areas of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expansion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while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re-

garding the effect of county-to-city upgrading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framework. Second, using the

county-to-city upgrading, a government-driven urbanization initiative,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en-

riches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and offers new explanatory mechanisms for re-

gional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county urbanization； county-to-city upgrading； entrepreneurship； factor agglomeration；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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